
探寻中国改革之路:结构调整和市场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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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
很高兴有机会参加经济所90华诞的庆祝活动。40年前,中国开始了改革并转向市场经济。事

实上,这样的市场化改革,改变了中国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尽管这条道路并不顺利,但中国选择走

这条道路的结果是创造性的爆发以及活力和财富的爆发。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后来成为

经济增速最快的国家,也是保持较高经济增速时间最长的国家。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中国的改革成就非常巨大,而且是非常了不起的,但在改革刚开始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会有怎样

的结果。也就是说,这些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改革,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终点。
陈云曾经说过“摸着石头过河”———一定要非常小心地找到进步的道路,很多人也重复了这个观点。
由于不能预知改革的终点,所以,在一开始讨论姓资还是姓社这个问题意义不大。邓小平说过:“不
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这句话的意思实际上

是要释放中国人民的创造力,同时要确保改革终点的开放性。随后,中国政策制定者和中国人民面

对了一个又一个的挑战,并且成功应对了这些挑战。

20世纪80年代,我非常荣幸地结识了经济所的一些领导。我见过吴敬琏先生,在他1983年、

1994年访问美国的时候我结识了他。还有刘国光先生,他在1986年访问美国,我当时在密歇根大学

任教。后来我与一些学者合作。在董辅礽先生的领导下,我和经济所的同事们一起研究国有企业的

运作和改革。我们发表了一系列论文。这些论文显示,经济改革由市场化所驱动,它在影响着国企

的行为。市场化会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改革性的作用,来引导改革的方向。他们中的一些人今天也

来到这里,所以我也非常高兴。
最重要的是经济所搭建了一个能够让所内外的学者都能充分讨论重大改革问题的平台。在孙

冶方先生和其他领导的带领下,经济所培养了众多经济方面的人才,并外溢到了其他院校和研究机

构。另外,还有很多年轻的经济学者也来到经济所工作。有关经济改革的讨论发生在20世纪80年

代,并得到了中国领导人的鼓励,让这些年长的和年轻的经济学家都参与讨论。对理论的探究和讨

论是中国经济成功的一个重要驱动因素,也是过去四十年的一个重点。他们在讨论中找到了中国经

济改革的路径。这一路径的特点是循序渐进,以不平衡的方式在不同的地区引进不同市场要素;同
时,保持现存的机构和体制,但是对其进行一个渐进式的改革和调整。

在中国的成功和苏联的失败之间存在着非常大的对照。世界已经承认中国20世纪八九十年代

经济政策的改革是非常成功的。
现在所看到的中国改革过程,一开始的时候并不是那么明朗。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增长奇迹是相

互联系的。刚才蔡昉教授也提到,中国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包括21世纪初期,这些曾经有人口红

利的时期,实现了快速发展。所以,这些因素共同起了作用。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改革推动

了快速发展? 不是的。它们之所以走到一起,是因为改革催生了积极的因素以及更高效地释放了其

潜力,包括人口结构调整、人口红利调整以及其他因素。当时,经济学家并没有关注这一点。他们主

要关注的是这种改革的战略,绝大部分人并没有花很多时间去思考这种结构性问题。当时,经济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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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出色的经济学家———顾准先生,他曾告诉吴敬琏,中国和日本有着同样的结构性问题,所以中

国能够实现和日本一样的经济奇迹。而且,作为经济学家,有责任去为这种奇迹的发生铺路搭桥,做
好准备。他在1972年做出这样的判断,而且他的判断是正确的,也变为了现实。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经济改革,能够带来经济奇迹的外部条件和环境,也给政策制定者带来了压

力———他们必须做出正确的决定。如果看一下中国的经济结构,尤其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时

候,中国把所有的投资都放在资本密集型产业,很少投资到新兴制造业以及小型零售业,包括出口导

向型的制造业。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同时,劳动力数量在不断快速增长。如果

政策制定者能够放开市场,创造更多的劳动密集型行业的需求,就能行之有效,其回报也会立竿

见影。
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劳动力数量在快速增长,政府必须要调整政策,更多关注劳动密集型的

生产模式。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在劳动力数量上升开始趋缓之后,富余劳动力从农村流动

到了城镇,并开始了城市化。在这个改革时期,我们并没有关注其中某一个方面,经济改革主要是市

场发现的过程。换句话说,经济改革打开了新的需求领域,特别是从农村改革开始创造了新的市场。
这就是能够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规律,尤其是维持二十年增长的规律。

当前的情况是怎样的? 刚才蔡昉教授说过,这种奇迹增长的时期已经结束了,2010年就已经结

束。GDP增长率已经开始下降,意味着立竿见影的市场发展的回报已经开始减少。在40年前,可以

说,中国人口红利带来了很多机遇,但是,现在不是这样了。为了应对这种结构性变革,政策制定者

必须做出调整,从市场发现转向产业政策,再转向高科技产业政策。事实上,中国的产业政策已经发

生了很大的调整。一方面要找到现存的市场,另外一方面要引入由政府指定的新的经济增长点。新

的经济增长点在未来可能存在,所以政府去进行政策扶持是重要的。这种做法既要付出成本,也有

潜在的收益。问题在于,一定要在成本和收益之间做出平衡。成本包括,改变未来的市场,现有的市

场会受损,所以投资回报率会受损。另外,投资回报发生在未来,其风险更高。毫无疑问,未来的投

资回报率会下降。再有,未来全球技术进步变得越来越不确定。正在进行的技术革命对经济会产生

怎样的影响? 对体制机制产生怎样的影响? 会不会推动下一阶段的经济发展?
当世界面对着一些根本性挑战的时候(有些挑战刚才周小川副主席已经提到了,他也非常清晰

地描述了这个挑战),要意识到,世界上绝大部分人希望中国能够继续起到引领作用。中国在过去起

到了这样的作用,尤其是过去三十多年在经济领域发挥了引领作用。尽管不同国家之间有摩擦,但
是绝大多数人认为,中国的经济贡献和领导力可以起到非常巨大的正面效应。说到领导力的时候,
我的意思不是说中国经济能够指出我们未来的发展方向,因为,大家并不知道未来会朝向何方发展。
但是,中国比其他国家积累了更多的经验来管理这种剧烈的社会和经济变革,而世界上其他国家也

愿意学习中国的管理经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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